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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中国环境问题治理创新之一，在于将社会要素纳入环境治理体系之中，构建环境

社会治理体系。本文使用在环境事件发生前后收集的重化工项目社会影响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对重化工
项目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变化。研究发现: 2018 年公众对重化工项目的大部分细目的环境风险感知较
2014年有所下降，风险接纳程度有所提升; 公众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之间存在动态关联; 风险沟通和基层
信任是影响风险接纳的重要变量，与 2014 年相比，2018 年的风险沟通促进风险接纳的作用增强; 环境事
件差异化地影响风险沟通、系统信任、环境关心与风险感知和风险接纳的关系。本文认为，风险沟通作为
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接纳的重要变量，并不止于经济补偿或应急式补救，更应注重公众在环境决策中的全

过程实质性参与。公众对项目风险接纳水平提高并不必定意味着其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未
来风险治理不仅需要考虑降低技术项目的环境风险，更需要整合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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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即使在 2020 年

全球面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的严峻情势下，也保

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1］。但进步与
风险并存，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新
型病毒传播、大型化工 /核电项目建设运营等。
风险，作为对人类所关心之事物带来损害的事件

的可能性，尽管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防范和降

低。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之一即积
极开展环境社会风险评估，促进公众参与风险治

理，以防范重大社会风险。
随着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国内

上马了一批重化工项目。对二甲苯 ( Paraxylene，
下文简称 PX) 作为石化产业中的芳烃产品之
一，是重要的大宗化学基础原料，它是涉及人们

衣食住行的医药、汽油、服装等产品的原料，因
此其下游产业链条长，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

盛。但 PX项目也是投资高、社会影响高、风险
高的“三高”项目，在其论证、选址、兴建及
运营过程中曾引发较大争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了解公众对
重化工项目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接受程度，对于优

化产业布局、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深层次增进民
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 4月 6日，古雷腾龙芳烃 PX项目发
生爆炸。古雷成为不仅经历了 PX 项目的争议性
选址到落户的地区，也是为数不多经历了潜在风

险到爆炸事故发生的地区。巧合的是，本研究团
队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持续跟进了古雷 PX 项目
的社会风险影响评价研究。本文以环境事件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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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基于古雷调研数据，探讨了公众在不同

时间维度上，对 PX项目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
变化。同时，将环境事件作为自然发生的压力测
试背景，分析在真实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影

响公众风险接纳的重要因素和机制。

二、文献综述
伊莎贝尔·史蒂文斯 ( Isabelle Stevens) 认

为风险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具有物质客观性的

风险，另一部分是公众内心建构的危险，即感知

到的风险［2］。风险感知用来描述人们对待客观
风险的态度， “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
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对环境风险的直观判

断”［3］。环境中的实际风险与公众感知到的风险
并不完全一致。
对风险接纳的研究常见于自然科学，关注工

程、技术等的风险接受标准，其所用的风险接受
概念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或某个阶段内可接受或

管理的风险等级水平，它决定了工程中各项风险

需要采取的管理控制措施［4］。与工程学中对风
险可接受程度进行客观度量不同，社会学中关于

风险接纳的研究更关注公众主观层面对风险的判

断和接受程度。
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接纳程度，并非与生俱

来，恒定不变。个体特征 ( 如性别、年龄、职
业、受教育程度、风险体验等) 差异［5］，［6］以及
权力、地位、异化和信任等社会政治因素［7］都
是影响人们风险感知和接纳水平的重要因素。有
关转基因产品［8］224、垃圾焚烧、核电等邻避设施
风险方面的研究［9］47，［10］5，［11］，都验证了系统信

任、风险沟通等要素同风险感知、风险接纳间的
关系。
关于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关系，一种观点

认 为 风 险 感 知 负 向 影 响 风 险 接

纳［8］229，［12］135，［13］19742，即感知到的风险越高，风

险接纳越低。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风险收益的存
在使得高风险感知并不一定导致低风险接纳，如

果某工程、技术、事物带来的收益超过其风险成
本，那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14］102。
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是公众在掌握一定知识和
信息情况下进行理性判断，但在面对如转基因、
核能、PX等高新技术时，个体在缺乏相关信息
的情况下对风险感知及预期收益做出的是 “有

限理性”的判断，其考量的风险更多为 “主观
建构”的风险［12］138。相关研究提供了风险感知
对风险接纳的影响路径解释，认为公众对系统的

信任、与利益相关者间的风险沟通状况、风险收
益等通过影响他们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他们的

风险接纳水平［9］64，［15］95。系统信任对风险接纳具
有正向作用［8］228，［16］，更高的系统信任不仅直接

提升公众的风险接纳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弥补人们负面风险感知对风险接纳的影响［17］。
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有助于缓解公众的不满情

绪，降低心理风险预期［18］50。可见，风险感知与
风险接纳之间存在有待进一步检验的复杂关联。
上述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见解，但多为截面

研究，没有历时性地展现民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

接纳变化，也没有涉及环境事件对公众风险感知

和风险接纳的影响。而历史上的环境事件，总会
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公众对相关技术或项目的接纳

程度［13］19743，［19］108。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考察
环境事件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影响。
环境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系统性环境风险的

外在体现［20］。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定义为: “由于污染物排放或
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
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
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

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

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21］。既往调查显示突发环
境事件会降低公众风险接纳［13］19746，［19］107，［22］。对
此已有研究给出了三种解释: 其一，事件导致公

众评估的风险接受成本大幅上升。突发环境事件
往往具有破坏性，不仅对事故现场及周边的人身

和财产造成损害，还会引起社会生活恐慌等［23］，

环境事件的存在使得公众原本对风险的评估从

“想象”转入“见证”，造成感知到的风险成本
上升; 其二，对事物、机构污名化。在水污染事
件的研究中，个体在事件中及事件后因感知到较

高风险，担心 “水体”对自己继续造成伤害而
对“水环境”事物实施污名化进行自我保
护［24］95 ; 其三，事故所代表的征兆信号。这一解
释认为某一不幸事件的严重性和更高级别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事件所发出的信号和警示所决

定的［25］，在陌生系统中发生的小事故也会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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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后续的毁灭性灾难的前奏，可能带来巨大的

社会后果［26］。
综上，既往研究在风险感知与接纳的解释路

径上给予我们诸多启发，但作为静态截面分析，

容易把产生高风险感知的某些既有条件作为归因

起点，并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要素，进而在某一

结构性因素与民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建立一种

机械化、程式化的因果联系，缺乏对情境因素的
考虑［27］。本文拟将环境事件作为一种压力测试
背景，剖析在环境条件真实改变的情况下，影响

公众风险接纳的重要因素和机制。因此，本研究
尝试比较公众对同一重化工项目在不同时间段的

风险感知和风险接纳，同时将环境事件作为一项

重要情境因素，引入对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

考察。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思路

2014年本项目团队就古雷 PX项目附近公众
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发

现公众的风险感知、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及风险
沟通状况显著影响他们对 PX 项目的风险接
纳［15］89，［28］859。此次调研之后，古雷 PX 项目经
历了“4·6 爆炸”与项目整体规划。当地民众
既承受了“4·6 爆炸”带来的影响，也享受了
统一园区规划、整片搬迁与拆迁补偿等政策福
利。四年之后，当地民众对古雷 PX 项目的风险
感知、风险接纳程度是否有所变化? 以往关于风
险接纳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风险感知、信任、风
险沟通等因素的影响是否依然稳健? 环境事件是

否以及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 此为

本文讨论内容。2018 年本项目团队通过再次对
古雷 PX项目周边居民及搬迁居民进行调查，同
2014年数据相对比，同时查阅相关政策材料，
以期揭示公众风险接纳的变化机制。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2014年和 2018年研究团队在
F省围绕 PX项目开展的系列调查。资料收集方
式包括问卷调查、走访观察、访谈和相关文件材
料梳理。2014年问卷调查采用多段混合抽样法，
第一阶段，以 F省 PX项目曾经的选址地 X和项
目实际所在地古雷半岛为抽样框，立意抽取社区

和村庄; 第二阶段，在抽中的社区 /村庄中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被调查者。2018 年调查
开展时，石化园区已完成规划和原村落整村搬

迁，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第一阶

段，以搬迁新城 XGC 及与古雷半岛隔海相望的
L镇为抽样框，随机抽取社区和村庄; 第二阶
段，在抽中的社区 /村庄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
法抽取被调查者。两次问卷调查均由调查员一对
一向被访者面访，2014 年有效问卷 380 份，
2018年有效问卷 547 份。在 2014 年问卷调查的
受访者中，男性 205 人 ( 53. 9%) ，女性 175 人
( 46. 1%) ; 年龄在 18 ～ 70 岁之间 ( M = 33. 17，
SD= 10. 98) ; 受教育年限分布在 0 ～ 20 年之间
( M = 11. 17，SD = 3. 89) ; 有 54. 5%的受访者居
住在城镇社区，45. 5%居住在农村社区。在 2018
年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 276人 ( 50. 5%) ，
女性 271 人 ( 49. 5%) ; 年龄在 18 ～ 76 岁之间
( M=33. 72，SD = 11. 96) ; 受教育年限分布在 0
～22年之间 ( M=12. 00，SD = 3. 19) ; 有 84. 8%
的受访者居住在城镇社区，15. 2%居住在农村社
区。根据本文设计需要，我们从有效问卷中选取
了古雷半岛、新城 XGC和 L镇的有效问卷。
( 三)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风险感知。本研究中的风险感知，是指公众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类风险的

感受、认知与评价。目前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
最主要的测量工具为心理测量范式，由巴鲁克·
菲施霍夫 ( Baruch Fischhoff) 等在 1978 年首次
提出，运用调查问卷调查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

知以及对不同风险、收益的明确偏好［14］96。本研
究结合 PX项目的风险特征［28］862，通过询问受访
者“您认为大型化工 PX项目的运营在多大程度
上会带来空气污染、水污染、有毒物质泄漏、人
口迁移”等 14 项问题，测量公众的风险感知，
选项包括“不存在此问题”“非常不严重”“比
较不严重”“一般” “比较严重” “非常严重”，
赋值 0～5分。对风险感知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
2014年克隆巴赫系数为 0. 922，2018 年该系数
为 0. 985，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对其进行累加处理，得到“风险感知”变量。
风险接纳。本研究中的风险接纳，是指公

众对重化工 PX 项目带来的风险及可能造成损
失的判断和接受程度。对风险接纳的测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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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策略: 一是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认可并

接纳某技术或项目，测量内容单一，结果简洁

明了; 另一种策略为对某技术或项目可能产生

的各类风险分别进行接受程度测量，测量结果

有利于了解公众对不同类型风险的接纳程度，

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本研究设计了一
组李克特量表对风险接纳进行测量，询问受访

者 “大型化工 PX 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带来以
下问题，您的接受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包括
“空气污染、水污染、爆炸 /火灾、有毒物质泄
漏”等 12 项。答案包括 “完全不能接受”“基
本不能接受”“不关心”“基本能接受”“完全
能接受”，分别赋值 1 ～ 5 分。对风险接纳量表
进行可靠性分析，2014 年数据的克隆巴赫系数
为 0. 877，2018 年该系数为 0. 925，表明该量
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对其进行累加处
理，得到 “风险接纳”变量。

2． 自变量
系统信任。以往研究对系统信任的测量一

般包括公众对政府、专家、社会团体、媒体等
机构的信任程度［9］56。考虑到 PX项目涉及项目
管理方、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等相关主体，因此
本研究的系统信任包括了政府、专家学者、环
境影响评价机构、PX 项目管理方、媒体等主
体。2014 年与 2018 年的量表一致，对其进行
可靠性分析，2014 年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 859，2018 年为 0. 860。对两个量表分别进
行因子分析，均提取出三个因子，且三个因子

包含的项目一致。据此，将环境影响评价机
构、项目技术专家、环境科学家的信任纳入
“专家信任”; 地方政府、居委会 /村委会工作
人员、项目投资方 /运营方，这三方是 PX 项目
落户、建设、运营中的具体落实和执行部门，
同时也是直接面对当地公众的部门，因此对其

信任命名为 “基层信任”; 互联网 /电子邮件 /
博客 /手机等信息渠道，电视 /报纸 /广播等新
闻媒体，群众组织 /社会团体等是关于 PX 项目
信息传播的媒介，故对其信任命名为 “媒体信
任”。
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是降低民众风险误

判［12］138、提升居民风险接纳的有效途径［18］56。本
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本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是否
面向公众开展关于 PX 项目运营 /管理的相关活

动”来测量风险沟通，具体包括“宣传、公告化
工项目的规划 /运营状况、定期公开相关环境数
据、公开举办环境评价听证会、邀请居民参观厂
房与设施、民意调查、邀请居民参加相关决策会
议”等内容，选项为 “有” ( 赋值 1) ， “没有”
和“不知道” ( 赋值 0) 。对其进行可靠性分析，
2014年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 850，2018 年为
0. 767; 得分相加，作为“风险沟通”变量。
环境事件。环境事件发生时的影响程度、范

围和大规模搬迁均会对公众生产生活造成持续影

响，基于此，本文对环境事件的测量包括两部

分: 一是爆炸事故对公众生活的影响程度，二是

搬迁。对爆炸事故影响的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
“本地化工项目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爆炸事件在多
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家庭生活”实现，选
项从“不存在影响” ( 0分) 到“非常严重” ( 5
分) 。对搬迁的测量，通过 “实际调查中受访者
是否搬迁”实现。
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鉴于环境知识和环境

关心在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等研究中的重要
意义，本文将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作为自变量纳

入分析框架。环境知识通过一组区分正误的环境
问题来测量，包括 “自然灾害是造成野生动植
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
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等 10 条陈述性语句，
请受访者判断正确与错误，正确计 1分，错误或
不知道计 0分，再累加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掌握
的环境知识越多。环境关心的测量采用了赖利·
E． 邓拉普 ( Ｒiley E． Dunlap ) 等人提出的 NEP
量表 (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后洪
大用等人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评估、
修订及再检验，中国版环境关心量表 ( Chines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以下简称
CNEP)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9］，［30］。本研究
采用 CNEP 量表测量环境关心，具体包括 “目
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
等题项，选项从 “完全同意”“比较同意”“说
不清 /不确定”“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分
别赋值 5～1分 ( 反向问题反向赋分) ，对所有题
项进行累加得到“环境关心”变量。

四、研究发现
( 一) 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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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2014 年与 2018 年风险感知、风险
接纳的平均数比较，发现 2018 年时当地公众
对大部分细目的环境风险感知较 2014 年时有
所下降，而风险接纳程度有所提升 ( 见表 1 ) 。
具体而言，在风险感知上，除 “影响年轻人婚
姻”变化不显著，其他风险感知变化都显著下
降。在风险接纳上，除 “人口迁移”的风险接
纳情况没有显著变化，其他细目的风险接纳均

有显著变化; 2018 年，公众对于 “周边地产贬
值”一项的接纳度较 2014 年显著下降，其他
细目的风险接纳均有所提升。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当地民众既经历了爆炸和搬迁，也享
受到了园区规划与拆迁补偿等政策福利，一系

列体验不断塑造当地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接

纳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 1 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变化

风险感知 风险接纳

2014 2018 2018－2014 2014 2018 2018－2014

空气污染 5. 62 5. 04 －0. 58＊＊ 1. 52 2. 09 0. 58＊＊

水污染 5. 40 4. 85 －0. 55＊＊ 1. 57 1. 99 0. 43＊＊

噪声污染 5. 25 4. 30 －0. 96＊＊ 1. 64 2. 22 0. 58＊＊

固体废弃物 4. 97 4. 46 －0. 51＊＊ － － －

土壤污染 5. 02 4. 58 －0. 45＊＊ 1. 76 2. 11 0. 35＊＊

爆炸 /火灾 5. 03 4. 91 －0. 12＊＊ 1. 40 1. 63 0. 23＊＊

有毒物质泄漏 5. 19 4. 79 －0. 40＊＊ 1. 42 1. 70 0. 28＊＊

心理恐慌 5. 14 4. 75 －0. 40＊＊ 1. 69 1. 96 0. 27＊＊

影响身体健康 4. 69 4. 12 －0. 58＊＊ 1. 37 1. 83 0. 46＊＊

危及生命安全 4. 66 4. 10 －0. 56＊＊ 1. 35 1. 77 0. 41＊＊

周边地产贬值 4. 53 4. 04 －0. 49＊＊ 2. 34 2. 30 －0. 04＊＊

人口迁移 4. 65 4. 05 －0. 59＊＊ 2. 23 2. 34 0. 11

影响年轻人婚姻 3. 80 3. 63 －0. 17 2. 03 2. 33 0. 30＊＊

环境不公平 5. 02 4. 43 －0. 58＊＊ － － －

注: Z检验显著性: * P≤0. 05，＊＊P≤0. 01，＊＊＊P≤0. 001。

( 二) 风险接纳影响因素的变化

2014年到 2018 年间公众对 PX 项目风险接
纳的变化，其影响部分来自自身的改变，部分来

自外界和他者，如风险沟通、搬迁、补偿等。接
下来将通过回归分析 ( 见表 2) 检验在既往研究
中关注的环境知识、环境关心、系统信任、风险
沟通等因素，对公众风险接纳的影响是否发生了

历时变化。
1． 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动态关联
表 2显示，在 2014 年时风险感知与风险接

纳存在负向关系，即风险感知越高，风险接纳越

低，而在 2018年，这一关系消失了。对 2018 年

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进行偏相关分析发现，当控

制搬迁因素后，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呈现负相

关，但当继续控制基层信任、专家信任、媒体信
任、风险沟通等因素中的任意变量时，风险感知
与风险接纳不再具有相关性。在 2014 年时，即
使同时控制基层信任、专家信任、媒体信任、风
险沟通、受教育年限、环境关心等六个变量，风
险感知与风险沟通依然显示负相关。这表明，不
同时空情境下风险接纳与风险感知存在不同关

联。以往关于转基因的研究有类似发现，在转基
因水稻的接受度上，不同省份的居民受风险感知

的影响也不相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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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风险接纳影响因素的变化

2014年风险接纳 2018年风险接纳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 117 0． 184* 0． 170*

年龄 0． 037 －0． 029 －0． 011

受教育年限 0． 110 0． 010 －0． 010

家庭收入对数 －0． 065 －0． 034 －0． 018

环境知识 0． 048 －0． 141 －0． 147

环境关心 －0． 168＊＊ 0． 059 0． 050

专家信任 0． 082 0． 043 0． 041

基层信任 0． 016 0． 255＊＊＊ 0． 266＊＊＊

媒体信任 0． 070 0． 091 0． 087

风险沟通 0． 195＊＊ 0． 225＊＊ 0． 233＊＊

风险感知 －0． 152* 0． 024 0． 068

受爆炸影响程度 －0． 023 －0． 040 －0． 062

搬迁 － － 0． 166*

F值 2． 543＊＊＊ 2． 298＊＊ 2． 419＊＊＊

调整后 Ｒ2 9． 5% 11． 9% 13． 8%

注: 1． 表中模型均为 OLS回归，表中数据为标准回归系数;
2． 变量虚拟: 性别“女” = 0、搬迁“否” = 0;
3． 显著性: * P≤0． 1，＊＊P≤0． 05，＊＊＊P≤0． 01。

相同自变量情况下，2014 年时模型 1 调整
后 Ｒ2 为 9． 5%，2018 年时模型 2 调整后 Ｒ2 为
11． 9%，在模型 3 中加入搬迁变量，模型解释
力上升至 13． 8%。表明搬迁带来的系列改变对
公众风险接纳产生一定影响。在 2018 年，当地
公众经历了爆炸之后，伴随着搬迁到新住地，将

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如就业、子女教育、安置房、
周边生活配套等其他方面，影响公众风险接纳的

因素更加复杂。
2． 基层信任通过收益感知作用于风险接纳
在系统信任对风险接纳的影响上，2014 年

基层信任对风险接纳影响不显著，2018 年基层
信任影响作用显著，即 2018 年公众对同 PX 运
营管理相关的基层单位越信任，其风险接纳程度

越高，专家信任、媒体信任对风险接纳无显著影
响。在系统信任对风险接纳的作用路径上，有观
点认为系统信任有助于改变公众的风险与收益感

知［10］12，且提升公众收益感知比降低风险感知更

有助于提升风险接纳度［32］。本研究通过公众在

搬迁安置和补偿上的满意程度反映其收益感知。
在控制收益感知后，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间相关

性降低 ( 偏相关分析发现，在控制收益感知前，

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的相关系数是 r = 0. 164，sig
= 0. 006; 控制收益感知后， r = 0. 109， sig =
0. 131) ，说明基层信任对风险接纳的影响部分
通过收益感知实现。事实上，一方面整体规划和
搬迁降低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直观体验，另一方

面相关基层单位直接负责搬迁后民众的生活保

障，如提供教育、医疗、居住配套等资源，提高
了公众的收益感知。收益感知直接影响公众风险
接纳，且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

之间的关系。
3． 风险沟通对风险接纳的作用增强
与 2014年相比，2018 年风险沟通对风险接

纳的正向影响作用有所提升。“4·6 爆炸事故”
发生时及之后，当地政府与项目管理方等多方单

位进行了积极回应，如迅速组织周边居民紧急撤

离，由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相关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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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同时加快推进搬迁，足额发放赔偿款，严格

落实各项信息公开等。在一项对 2007年古雷 PX
项目落地的风险沟通研究中，显示当时风险沟通

形式包括播放科学宣教片、邀请专家讲座、组织
公众到石化企业参观等措施，公众参与度和监管

水平有待加强［33］。既往研究也发现，在环境群
体事件发生前，公众作为被动受众接受过滤后的

相关信息，相关方劝说公众支持项目建设; 群体

事件发生后，尽管通过意见征集、公告、听证会
等方式与公众沟通，但此时的风险沟通是作为利

益协调沟通的补充［34］。有效的风险沟通依赖于
充分的技术准备或改良措施，使得风险承担者能

够应对复杂问题，以及为公众稳定地提供可以依

据扩展了的信息行事的制度途径［35］。古雷 PX
项目中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遮掩的态度，积极

回应公众诉求的做法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法宝。
4． 环境关心对风险接纳的作用消失
环境知识对公众的风险接纳没有显著影响。

环境关心在 2014年时与风险接纳存在负向关系，
即越偏向于环境友好价值观，对 PX 项目的风险
接纳程度越低。到 2018 年，环境关心对风险接
纳的作用消失，在同期有关风险感知的影响分析

中，显示环境关心对风险感知的作用也有所变化

( 2014年: r = 0. 181，sig = 0. 019; 2018 年: r =
0. 055，sig = 0. 576) 。
( 三) 风险感知、风险接纳与环境事件
上文比较了 2014年与 2018年系统信任、环

境关心、风险沟通等变量对风险接纳作用的变化
情况。按照研究设计，接下来将分析环境事件对
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接纳的影响机制。

表 3 环境事件对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影响机制

风险感知 风险接纳 风险感知 风险接纳

爆炸 模型 4 模型 5 搬迁 模型 6 模型 7

爆炸×专家信任 －0． 335＊＊＊ 0． 110 搬迁×专家信任 －0． 193 0． 023

爆炸×媒体信任 0． 048 0． 110 搬迁×媒体信任 0． 111 0． 141

爆炸×基层信任 0． 006 0． 103 搬迁×基层信任 －0． 276＊＊ 0． 175*

爆炸×环境知识 0． 194＊＊ －0． 062 搬迁×环境知识 0． 115 －0． 017

爆炸×环境关心 0． 558＊＊＊ －0． 281＊＊ 搬迁×环境关心 0． 333＊＊ －0． 497＊＊＊

爆炸×风险沟通 －0． 140* 0． 116* 搬迁×风险沟通 －0． 074 0． 167＊＊

F值 8． 042＊＊＊ 1． 913* F值 2． 611＊＊ 4． 399＊＊＊

调整后 Ｒ2 23． 2% 2． 2% 调整后 Ｒ2 6． 1% 7． 4%

注: 1． 表中数据为标准回归系数;
2． 显著性: * P≤0． 1，＊＊P≤0． 05，＊＊＊P≤0． 01;
3． 爆炸: 指爆炸对公众生活的影响程度。

表 3中，分别将爆炸影响程度与各自变量的
交互项，搬迁与各自变量交互项放入 2018 年对
风险感知、风险接纳的分析中，发现:

1． 爆炸影响程度差异化地影响关键自变量
与风险感知、风险接纳的关系
一方面，爆炸影响程度强化了环境知识、环

境关心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使得环境知识储

备越多，环境关心越倾向于环境友好的公众对

PX项目的风险感知进一步增加; 同时爆炸影响
程度强化了风险沟通与风险接纳的正向相关关

系，风险沟通在环境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

呈现。另一方面，爆炸影响程度弱化了专家信
任、风险沟通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弱化了环境关
心与风险接纳的关系。
爆炸带来技术污名化。宋红玉等区分了对机

构的污名化及对事物的污名化［24］96，其中对机构

的污名化与机构信任有关，而对事物的污名化则

是处于未知风险中的个体为了应对感知到的威胁

或真实的危险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通过污
名化引起自己及周边人们对污名事物的排斥，这

是一种以劝服为目的传播策略，试图通过唤起恐

惧感，以激发受众的预防动机和自我保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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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6］。此外，公众对那些先进而陌生的技术的
评估往往是含糊的，这种不准确也会助长对技术

的污名化［37］。在调查中受访者对爆炸事件的归
因五花八门，“那个原材料是假的， ( 设备) 是
旧的”“管道有裂隙” “线路闪燃造成的”等，
通过对不受控事件原因的归类解释，人们自然而

然地用“赋予污名”“传播污名”的方式来验证
自己上述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38］。但古雷公众
对 PX技术的污名并没有转化成风险抗争行动，
爆炸发生后相关部门快速反应采取应对措施，并

积极回应搬迁后公众的各类与 PX 项目相关的
诉求。
正因为相关方的信息公开和积极回应，在风

险接纳方面，爆炸影响程度强化了风险沟通与风

险接纳之间正相关关系。突发环境事件已经对事
故亲历者造成负面风险感知，通过进行科普来减

弱主观建构风险的举措很难会有成效，公众处于

高位的风险感知不仅需要时间来缓解，更需要实

质性的风险沟通，例如降低爆炸带来的影响，要

求 PX项目复产后安全稳定运行并能给当地公众
带来持续性的收益，满足就业、子女教育等民生
需求。

2． 搬迁差异化地影响关键自变量与风险感
知、风险接纳的关系
模型 6和模型 7显示，一方面，搬迁强化了

环境关心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基层信

任、风险沟通对风险接纳的影响; 另一方面，搬
迁弱化了基层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弱化了环

境关心对风险接纳的影响。搬迁在影响基层信任
与风险感知，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关系时作用方

向相反，即搬迁后民众对基层的信任能提升风险

接纳，但同时又不利于降低风险感知，再次显示

出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复杂关联。
回应前文有关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关系的讨

论，本文认为，风险收益感知是影响基层信任、
风险沟通与风险接纳关系的重要变量。控制搬迁
后满意度会使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的相关性降

低，搬迁对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的影响作用可能

是通过改变风险收益感知实现的。搬迁后居民不
仅获得了安置房，同时还有经济补偿，因而对作

为收益来源的基层更信任。
那么，获得了补偿是否意味着民众的风险收

益就是“划算”的呢? 搬迁后民众的风险收益

并不止于“即刻兑现”的补偿款和安置房。在
本研究中，搬迁让当地民众生活环境有所改善，

对 PX项目本身的风险接纳有所提升，但同时由
于原有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得当地公

众需要时间适应新生活环境和模式，在此过程

中，公众产生新的诉求。
现在住在这边，绕到那边石化园区二十

多公里啊，这个距离的话还会有以前那种担

忧吗? 之前的话是都在下面 ( 原住地) ，企

业刚进来的话建在旁边老百姓肯定反感。污
染目前讲不是老百姓的关注点，现在关心的

是就业。
———2018GLGW02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一个是就业，再

一个就是 XGC 的配套建设。现在是住得更
舒服一点，虽然整个建起来像城市的样子

了，但住得久了的话，肯定想改善得更好一

些嘛 ( 笑) 。配套的话主要是一些公共场所
和设施，比如老人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公
园啥的。反正城里有的，我们也想要，就是
这样子。

———2018XGCMZ26
觉得这边环境还可以，但是收入没有以

前高了。我家里以前是搞养殖的，鲍鱼、紫
菜都有，现在没地就都没有做了。搬过来主
要就是就业问题啦，很多 ( 人) 待业的。

———2018XGCMZ41
古雷半岛原居民靠海从事海产养殖业，搬迁

后居民失海失地同时缺少其他工作技能，造成再

就业困境。此外，高额赔偿而缺乏理财能力导致
一批聚众赌博现象产生，社区环境与人际关系较

之前发生较大变化，这对整群搬迁居民的生活产

生冲击，居民新的诉求需要持续沟通和政策回

应。所以，对于因大型重化工搬迁的社会治理而
言，高额补偿不能一劳永逸， “搬得出，稳得
住”，持续的政策跟进是关键。以往关于易地扶
贫的研究发现，人们没有搬迁的主要顾虑是搬迁

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
等问题［39］，搬迁使移民的生活满意度降低［40］。
显而易见，因环境项目而产生的整群搬迁，在政

策设计和环境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慎重处理民生

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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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比古雷 PX 项目 2014 年与 2018

年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接纳的情况，发现 2018
年公众对 PX项目的风险感知有所降低，风险接
纳有所提升。通过进一步对比系统信任、环境关
心、风险感知、风险沟通等因素对风险接纳的影
响，发现 2014年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相关关
系到 2018年变得不显著; 2018 年时基层信任对
风险接纳的正向作用显著; 风险沟通对风险接纳

的正向影响作用有所提升。引入环境事件变量
后，发现其差异性地影响各关键自变量与风险感

知、风险接纳的关系。基于以上主要发现，本文
认为:

( 一) 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间存在动态关联

以往对风险接纳的研究多认为风险感知与风

险接纳负相关，这与本研究 2014 年的数据结果
一致，但并不符合 2018 年的情况。部分关键自
变量对风险感知、风险接纳的作用呈不同方向，
此外，环境事件变量的加入，对基层信任与风险

感知，基层信任与风险接纳关系作用方向相反。
基于此，本文认为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间存在动

态关联，即并非简单的负向相关，在不同情境下

两者间存在复杂变化关系。
过往相关研究支持风险感知能够预测风险接

纳，解释路径之一是 “成本”说。认为风险感
知越高对风险接纳的预估成本越高，包括可能遭

受的各类人身伤害和环境恶化程度与可能性等。
但成本—收益分析预设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和重
要后果，预设这些事件与后果的可能性大小、成
本值和收益值，预设人们可以对完全不同的成本

和收益进行比较，但在环境事件中的个体往往是

无法完成这些预设的［14］117。因为处于环境事件
中的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甚至对风险成本的评

估是令人困惑的，在直接观察到的已有影响外，

信息不足的个体很难对未来做出预测，于是个体

对风险可接受度的判断开始转向周边 “他者”，
如寄托于对政府的信赖，参照周边人群的普遍反

应。因此，风险感知直接影响风险接纳的逻辑在
公众有足够信息资源及判断能力的情况下或许是

有效的，而当公众面对突发事件、未知影响而没
有能力做出判断或评估与实际情况大幅偏离时，

风险感知可能无法准确预测风险接纳。

此外，风险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关系还和风险

特征有关。以往研究总结了多种风险特征如自愿
性、新奇性等，昌西·斯塔尔 ( Chauncey Starr)
认为风险的自愿性特征会影响公众的风险接纳，

公众对自愿活动带来风险的接受程度，大约是对

提供同等收益水平的非自愿活动带来风险的接受

度的千倍［41］。其他诸如感知到的风险可控程度、
熟悉性、直接性等特征都会对风险的可接受性水
平带来双重甚至多重标准的影响［14］118。本文也
发现，非自愿不可控的环境事件的发生，对风险

感知与风险接纳的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 二) 风险沟通是环境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同 过 往 研 究 发 现 一 致 的

是［9］47，［42］，［43］，［44］，［45］，本文同样支持风险沟通

在风险治理甚至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本文
开篇所言，现代社会发展伴随着诸多风险，各种

不确定性的无序分布，让政府单一管控模式无力

回应社会治理的多元需求。无论突发事件带来的
危机时刻还是社会生活日常治理，风险沟通都将

是“一个为公众提供减少焦虑和恐慌的信息及
有助于其应对危机的建议的过程”［46］。风险沟通
给予沟通多方主体的，不仅仅是信息和理解，更

是信任和信心［9］。在大型重化工项目及其风险
治理过程中，风险沟通不单是环境事件发生后的

应急补救，更应建立有关 PX项目的全过程风险
沟通机制，建立信息公开、公众全过程参与决策
机制，改变节点参与为过程参与、形式参与到实
质参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让公众在类似
PX的大型项目是否建、如何建、建设地点、建
设规模等问题上有发言权，尽早披露项目建设运

营等相关信息; 大型风险项目往往投资大、影响
大，关系到一个城市、区域的发展定位、经济建
设、社会稳定、环境质量等议题，应尽可能广泛
地开展公众参与的风险沟通，应囊括受影响的利

益群体、个人及其他感兴趣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沟
通。基于大型化工项目中风险沟通机制的构建思
路，在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中，本着维护社会秩

序、促进社会团结、涵育社会活力、防范社会风
险的原则，从体制、机制、组织、技术安排［47］

等维度，构建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48］刻不容缓。
在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同时，赋予公众实质性参

与权力，不是让他们手捧 “公众参与”这顶帽
子坐听政府和专家的教导，而应让他们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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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这顶帽子走进市政厅［49］。
( 三) 环境社会治理，政策跟进与创新是

关键

因环境项目或环境事件搬迁安置原居民是一

项大工程，既要搬得出，也要稳得住。因搬迁远
离大型化工项目所在地，老百姓虽然对项目的风

险感知和风险接纳可能有所改变，但他们的后续

生计才是相关政策制定者更应关心的议题。
整群搬迁后的公众可能面临因搬迁或失地带

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失去了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

土地，又无其他就业渠道，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幸

福感受到影响，以往研究结论表明了古雷居民搬

迁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个例。本研究中 PX 项目
的搬迁原本是为建设石化基地拓展空间，民众也

能获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空间，无论从规避

风险还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来看，搬迁都具有必

要性，但“一次付清”的 “结算方式”并不能
有效解决搬迁后的系列新问题，例如失地失海后

就业难、原有社会关系断裂等，后续政策需要提

供更加完善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积极回应公

众需求。将民众对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风险接
纳的分析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结合起来，重

视环境问题治理中的 “人”与 “社会”要素，
完善环境社会治理体系，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

中之义。
建设大型重化工项目，是为了推动地区和国

家经济发展，发展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 国家发

展是为了人民，所以处理好发展与民生的关系是

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理顺的关键关系。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具有丰富内涵，不是单一的经济或

者物质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
人民真正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把增
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50］。在此过程中，坚持工作原则性的同时，
应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让政策设计、执行和评
估更贴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做到与时俱

进，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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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Ｒisk Perception and Ｒisk Acceptance 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GONG Wen-juan1，DU Zhao-yu2

(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2;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One of the innovation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issu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to
incorporate social elements into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struct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cceptance changes of heavy
chemical projects using the social impact survey data of heavy chemical projects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2018，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most detaile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heavy chemical projects decreased in environment risk perception，and increased in environment risk
acceptance compared with 2014． There is a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cceptance． Ｒisk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on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important variables affecting risk
acceptance． Ｒisk communication promotes risk acceptance in 2018 compared to 2014．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differential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systematic trust，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cceptanc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risk communication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affecting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acceptance should not limit to economic compensation or emergency
remediation，while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Increased public acceptance of project risk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increased life satisfaction，
happiness，and sense of achievements． Future risk governanc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reducing environmental
risks to technology projects，but also need to integrat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risk perception; risk acceptance; risk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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